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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的产品责任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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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刑法上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法益定位不当、“产品”
的指涉范围过窄、缺乏危险犯的犯罪构成等，难以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保障产品安全的需要。鉴
于国际上刑法中产品责任犯罪趋于危险犯扩大适用、一般性因果法则松动、严格责任原则被采
纳，我国刑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也应作出适当调整，由事后惩罚模式逐步转向事前预防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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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由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
安全事故，山西朔州假酒事件、金华毒火腿事件、齐
二药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产品安全事故一次
次地拷问着公众的安全神经，从而使产品质量问题
成为公共安全领域中的又一大难题。为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打击缺陷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违
法行为，各国纷纷建立产品责任法律体系。所谓产
品责任，是指由产品的流通造成的损害或危险所引
发的责任。这里所谓的“产品”是指用于销售的产
品，但并不以已经进入流通领域为前提。产品责任
追究以产品存在缺陷为前提条件。根据我国《产品
质量法》第 46 条的界定，所谓产品缺陷，是指产品
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产
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责任可划分
为民法上的产品责任、行政法上的产品责任和刑法
上的产品责任。民法上的产品责任、行政法上的产
品责任学界多有探讨，然而对刑法上的产品责任问
题却鲜见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导致了我国目前出
现对缺陷产品制造者的打击力度不够、无法有效遏
制产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现实情况表明，仅仅
着眼于追究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行政法上的
行政处罚责任，不足以遏制此类危害行为的发生，
有必要确认缺陷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刑事责任。

鉴于此，本文拟对我国刑法上产品责任立法规定的
不足及立法的发展方向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我国刑法上的产品责任罪名
体系

我国刑法对于产品责任的规定基本上是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关于缺陷产品的法律
责任规定为主，具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 《产品质量法》第 49 条所对应的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法》第 49 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

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产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
条中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分为两种情况:
( 1) 生产或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的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是指依照《刑法》第 143 条生产、销
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第 144 条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第 145 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
的医用器材罪，第 148 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
准的化妆品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生产、销
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规定了三种形态的构
成要件:一是危险犯，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
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
食源性疾患的情形; 二是实害犯，即生产、销售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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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的
情形;三是结果加重犯，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
准的食品，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与生产、销售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不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是抽象危险犯的规定( 更确切地说是适格犯
的规定)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最
初仅规定了实害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其后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 四) 》修改为包括危险犯
和实害犯及结果加重犯三种犯罪构成要件。生产、
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则只规定了实害
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2) 生产或销售不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刑事
责任。这种情况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指依
照《刑法》第 146 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
品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罪只规定了实害犯及
结果加重犯两种犯罪构成要件。

2． 《产品质量法》第 50 条所对应的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法》第 50 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

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该条中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指依照
《刑法》第 140 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一种行为犯，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
为，即可构成本罪。

3．《产品质量法》第 52 条所对应的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法》第 52 条规定: 销售失效、变质产

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7 年修订
后的《刑法》中没有专门针对“销售失效、变质产
品”规定相应的犯罪类型。因此，《产品质量法》第
52 条中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如果是销售变质的药品、非药品，由于变质的
药品、非药品应按假药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的犯罪
应依照《刑法》第 141 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如果是销售失效的药品，由于失效的
药品属劣药，在这种情况下的犯罪应依照《刑法》第
142 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的规定处理; 如果是销售
变质、失效的食品构成犯罪，则要依据《刑法》第
143 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是销售失去使用效能的农药、
兽药、化肥、种子等农资用品构成犯罪，则要依据
《刑法》第 147 条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
种子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我国刑法上产品责任立法规定
的不足

1．产品责任犯罪的法益定位不当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关于缺陷产品的刑

事责任被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显然，立法者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法益是国家关于
产品质量的管理秩序，次要法益是消费者的生命、
健康、财产等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以国家对产品质
量的管理秩序作为此类犯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是本
末倒置。缺陷产品所带来的最大的危害是对消费
者利益的损害，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
我国接连发生的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
表明此类事故损害最大的是社会公众的健康与生
命，亦即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三鹿奶粉
案中主要被告人张玉军被法院判处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正是反映了此类行为的主要危害性
在于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造
成了损害。因而，对安全性的追求才应当是产品责
任立法的首要取向。在刑法上的产品责任首先关
注的应是与产品的流通相联系的针对生命和健康
的危险。从国际社会产品质量立法的实践来看，各
国纷纷加强了对产品安全的监管。如《德国食品和
日用品法》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可能
发生的伪劣产品损害健康，以及保护消费者免受以
次充好、以假充真等欺诈行为的侵害; 其次才是避
免伪劣产品产生对经济发展的阻碍。［1］遗憾的是，
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在《产品质量法》中还是在刑法
中，有关产品责任的条款都未将保障安全作为立法
的核心意旨。我国《产品质量法》第 1 条明确规定
的立法宗旨是“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立法者虽然
强调了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但其中欠缺了保障
产品安全的要求，从而未能就生产者和销售者保障
产品安全的义务予以明确规定。正是在立法上未
将产品责任围绕着产品安全而规定，导致我国现阶
段的产品责任立法在规制重点上出现了偏差。以
食品安全为例，实践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食品安全
案件，但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以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罪追究了刑事责任，大部分案件要么被“降格”以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要么就像三鹿
奶粉案中的张玉军一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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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犯罪的法益定位在公共安全之上。
2．《刑法》有关产品责任犯罪中“产品”的指涉

范围过窄
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含义作了概括:

“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
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 但是，建设工程使
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
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据此，我国产品责
任法制中的“产品”仅限于用于销售且经加工、制作
的有形动产。笔者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对
生产活动的介入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上被认为是
未经加工制作的天然产品或初级农产品因人为因
素的介入，也应当纳入产品责任法制的调整范围，
如转基因食品的出现、果蔬上的农药残留等问题已
成为新的食品安全问题。2009 年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2 条对食品安全法的调整
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将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
流通和餐饮服务各个环节都纳入到调整范围，在调
整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如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
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等。与《产品质量法》
所规定的产品范围以及《食品安全法》所调整的食
品安全的范围相比较，《刑法》中的产品范围过于狭
窄。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以及
食品的相关产品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在《刑法》中
无法找到合适的罪名予以处理。如三鹿奶粉案中
被告人张玉军等生产非食品原料蛋白粉的行为由
于不属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因此不
能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理，但鉴于其
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后果，只好将其类推解释，
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从而使“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我国《刑法》中的
“口袋罪”。［2］因此，有必要针对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危害人体健康的
行为在《刑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3．《刑法》有关产品责任犯罪中缺乏危险犯的
犯罪构成
《刑法》有关产品责任犯罪中许多犯罪的犯罪

构成缺乏危险犯的犯罪构成，难以适应保障产品安
全的需要。如上所述，我国《刑法》中有关产品安全
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实害犯或具体危险犯，具
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仅属个例。如《刑法》第
146 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
罪，只有造成了严重结果，即造成他人伤害、死亡或
者重大财产损失等后果的，该罪才成立。由于该罪

是结果犯，故必须证明行为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产品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大陆法系的通说是采取
“无 A即无 B”的条件关系理论———如果将某一个
行为撇开不考虑时，结果也未出现，那么该行为就
被视作该结果的原因。然而，产品责任案件中行为
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依据
科学的因果法则加以说明的。条件关系理论公式
无助于确定尚不清楚的因果关系，因为人们必须已
经知道某些条件共同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才能断言
如果不存在该条件结果就不会发生。［3］根据一般因
果关系理论，如果依据科学的因果法则尚不能确定
是何种原因导致了结果的发生，那么就不能让行为
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某厂家生产的汽车刹车系统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行为人在转弯处本欲减速通
过弯道，然而刹车突然失灵导致汽车冲出山道跌落
悬崖，车毁人亡。在此案中，要追究厂家的责任，必
须证明厂家生产的汽车刹车系统不符合保障安全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同时还需要证明行为人冲
出山道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而是因为刹
车失灵才导致事故的发生。在车毁人亡的情况下
要证明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在现代科技发展条
件下，要严格地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
非易事，特别是在公害犯罪中，对于科技行为所伴
生的副作用很难给出确切的因果证明。但是如果
放任这种科技风险的发生，则等于是让消费者为生
产者的追逐利润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后果埋单。因
此，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责任犯罪
设置为实害犯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而应当考虑采取具有前瞻性的抽象危
险犯的立法。通过事先明确生产者应当遵守的产
品安全保障义务，使其对产品的安全性尽最大的注
意义务，而非为了追求利益而甘冒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风险。通过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设置，
可以避免因果关系认定上的难题。

三、刑法上产品责任立法的发展
方向

1．危险犯的扩大适用
1966 年德国 14 位刑法学教授联合发表的《供

选择的刑法草案》提出了两类有关抽象危险犯的设
计:第一类是“严重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行为”，即
《选择草案》第 167 条; 第二类是被称为“对人的危
险”的构成要件规定，包括《选择草案》152—156
条。在这些条款的规定中，刑法的新设计是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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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产品领域中设立检验中心去从事药品、化学
物质的检验。这项新设计的出发点在于，现代科技
发展惟有处于人类的理性控制之下才能对人类有
益处，法律必须事先明确告诉企业哪些行为是允许
的，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惟其如此，才能将企业
经营活动的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如果依据现有
的知识水平判断，某些产品尽管不能确认足以侵害
身体或生命，但至少在存在侵害可能性的情况下，
检验中心便不允许产品的制造和流通。如果在未
经允许的情况下从事此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则行
为已然具备了犯罪的内涵:没有回避对他人身体或
生命危害的风险。［4］尽管该草案由于被批评有阻碍
科技发展之虞而未获采用，不过它所提出的如何处
理科技风险的问题无疑是我们现今必须面对且应
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

抽象危险犯正是刑法应对风险的一个尝试，它
放弃了风险在法益侵害中的实现，而将不恰当的危
险性行为置于刑罚之下。尽管抽象危险犯在不法
内涵上较实害犯或者具体危险犯更细微，但这种对
行为与法益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是人类应对科技风
险所必需的。通过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要件的
规定，可以法定不容许的风险界限，从而提示和指
引人们遵守安全保障义务，对于那些懈怠履行安全
保障义务的行为人处以相应的刑罚是可以得到社
会支持的。因而，在产品责任领域，根据缺陷产品
可能带来的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设置适当的抽象危
险犯的犯罪构成，符合风险社会下刑法控制风险的
使命。我国《刑法》第 146 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采用实害犯的规定模式，不利
于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利益。可以考虑采取抽象危
险犯的规定，即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要求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以上不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要求的产品的，就构成本罪。

此外，鉴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建筑工程质量引发
的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且危害巨大，而目前《刑法》中
只规定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该罪属于过失实害
犯，必须有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才成立犯罪。无论
从保护的时点还是从打击的力度上来看，都严重滞
后于保护公众安全的需要。《德国刑法典》第 319
条就明文规定了建筑危险罪: “( 1 ) 行为人在从事
建筑物的设计、管理或者施工，或者建筑物的拆除
时，违反通常认可的技术规则，因而给他人的身体
或者生命造成危险的，处 5 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
金; ( 2) 从事执业或者商业活动的行为人在建筑物
内部安装技术设备或者改变已经安装的技术设备

的设计、管理或者实施过程中，违反通常认可的技
术规则，因而给他人的身体或者生命造成危险的，
同样处罚; ( 3) 行为人过失地造成该危险的，处 3 年
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刑; ( 4 ) 行为人在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的情形中过失地行为并过失地造成危险
的，处 2 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刑。”［5］显然，德国
刑法对因建筑工程的缺陷引发的安全问题采取了
具体危险犯的立法例，同时规定了过失危险犯。反
观我国的刑事立法，无疑在对待工程质量安全问题
上采取了过于宽松的刑事政策，而这与我国工程重
大安全事故频发、危害后果严重的现状是极不相称
的。如 1999 年 1 月 4 日，重庆市綦江县城古南镇，
号称綦江县第一号形象工程的虹桥整体垮塌，坠入
綦河，40 名无辜者被夺去了生命，14 人受伤进医
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31 万元。对于在建筑工程
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严重违反国家规定，偷工减料，
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违法行为，由于损害结果尚未
出现，无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相关人员的
违纪责任、行政责任，这显然不利于打击此类严重
违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有必要在刑法中引入
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对此类危险行为，不待实
害结果的发生，刑法就提前介入调整，即规定: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
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危害公共安全
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过失犯本罪的，处 1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2．一般性因果法则的松动
对于产品责任案件中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

系的确定始终是理论上和实务上的难题。传统理
论认为，认定因果关系存在的前提必须是依照自然
科学的经验法则以及其他证据能够十分确定因果
关系的存在，即在依据一般性因果法则无法确知因
果关系时，应当排除对行为人的结果归责。然而，
这一因果关系认定法则在产品责任犯罪中逐渐被
突破。在德国联邦法院皮草喷剂案 ( Lederspray
fall) 中，甲( W． U． M． )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鞋子及皮
革的保养品，其生产的皮革喷雾剂经由其子公司乙
( Tochterfirmen) 与丙( E． R． S． ) 负责销售。1980 年
深秋该集团接获消费者在使用皮革喷雾剂后遭受
损害之通知，消费者呈现呼吸急促、咳嗽、恶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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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以及发烧等症状。公司遂对回收产品进行检验，
认为并无制造缺陷，只是硅油成分过高，1981 年初
该公司降低硅油在产品中的比例或是改用其他化
学品代替，但损害仍然发生，1981 年 4 月中旬曾经
一度作出停止制造、销售产品的决定，但是不久之
后又再度制造生产。1981 年 5 月 12 日该公司的负
责人为此召开临时会议，与会人士包括被告 S．、Dr．
Sch．、Br． ( 已死亡) 、Bo． ( 由另一程序审理) ，以专
家身份与会的 Dr． B．认为，根据检验结果产品并未
含有有毒物质，因此并无回收之必要，并建议委托
外国机构进一步检验以及在产品外部作警告标示。
与会人士一致赞同:只有在检验结果显示纯粹制造
的过失或可以证明对消费者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才
考虑停止销售、回收产品。会后将此决议通知了两
家子公司负责人 W． 和 D．。此后，损害仍不断发
生。1983 年 9 月 20 日联邦卫生部和青少年部介
入，要求甲公司停止销售并回收该产品，但甲公司
仍未放弃使用该原料制造该产品。联邦法院在本
案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上认为，如果不能确知产品
中哪种物质是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原因，但是只要其
他被考虑的原因都被排除，那么该产品与其对消费
者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以在法律上加
以确定。换言之，只要排除掉产品以外所有可能造
成损害结果的因素，就可以认定产品本身与损害结
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联邦法院在此采取的是条
件理论的反面排除法，由此放松了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即使无法依据自然科学的
因果法则认定是何种物质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只要能够概括地认定产品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即可，
而这一认定工作无疑依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不
过，联邦法院赋予法官自由认定因果关系的权利这
一做法遭到了学界的激烈批评，认为其违背无罪推
定原则。在连自然科学都无法认定因果关系存在
的情况下，法官无权依其主观的认知来判定因果关
系，而应该在究竟是哪种物质造成损害尚不能完全
确定的情况下作出无罪判决。而有的学者认为，从
无罪推定原则出发来批评法官的自由心证完全忽
略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如果没有使用这些产品，损
害绝对不会发生。至于多数学者想要通过危险犯
的观念来回避讨论因果关系这个烫手山芋的做法，
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将此问题推向另一个
难解的问题，即证明产品的危险性。在现代风险社
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然超越了一般人的认知范畴
而愈来愈依赖于专家知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专
家也无法对科学上的问题完全掌握，人类对未来的

认知永远存在无知之幕。这将使得那些受限于科
学上的认知而无法确定一般因果关系的损害案件，
由于因果关系认定上的困难而免于刑事责任的追
究，最终会导致民众遭受损害却无处伸张正义，更
无法借由对缺陷产品制造人的处罚产生一般预防
的效果，使产品制造人在产品的制造上更加注意产
品的安全性，以达到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目的。可
见，一般性因果法则的放宽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必要
性。在产品责任领域，抽象危险犯立法例的适用无
疑是一般性因果法则松动的一种表现。

3．严格责任的采纳
在德国，早在 1970 年代初期的 Contergan 案中

就已经出现了关于缺陷产品制造人的刑事责任的
判决。1950 年代末期，妇女在妊娠期间服用安眠
药 Thalidomidpra．． parate 后，不但母体本身发生神经
系统受损的情形，而且日后产下畸形儿，即出生时
就断手断脚，仅有上手臂和大腿的婴儿的比率增
加，销售该药物之前畸形儿的比例为 1 /40 000，但
在 1958—1962 年之间，就出现了 845 起这样的案
例。德国亚琛地方法院于 1970 年 12 月 18 日作出
判决，对该种安眠药的药商处以过失伤害或致死的
罪责。由于药商在研发和制造药物的时候，未必对
于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效果有绝对的掌握和认识，生
产药物的行为是一种制造风险的行为，药品生产商
基于其危险源监督者的角色，负有保证其生产的药
物不致产生危害人体健康的副作用的义务。该案
事实上在产品的刑事责任领域引入了严格责任原
则，行为人的认识可能性已不再成为归责的前提，
重要是行为人是否按照规范的期待发挥自身的认
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严格责任的出现暗合了风险
刑法罪责客观化的发展趋势，以罪过原则为核心的
责任主义在某些涉及公共安全的领域内逐渐向以
控制原则为核心的负责主义转变。与此相对应，我
国在产品的民事责任领域引入了无过失责任原则。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 41 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
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 一) 未将产品投入流
通的; ( 二) 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
存在的; ( 三) 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
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根据该规定，因产品存
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应由该产品的生产
者承担赔偿责任，除有法定免责原因以外，生产者
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不以其具有过错( 故意或过
失) 为责任成立要件，因此属于严格责任。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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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刑法》中产品责任规定尚未引入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诞生的历史缘由是: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工商业活动大量
增加，与此同时，危害公共健康和社会安全的违法
犯罪行为也大量增加，典型的如与工业发展有关的
公害犯罪、高新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
类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往往因为其是
在正常的蕴藏风险的社会行为的外观下实施的，要
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非常困难。这种情况下，如
果仍然固守传统的主观罪过认定模式，将极大地影
响司法效率，并使得懈怠对社会尽注意义务的行为
人逃避法律的制裁，不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众利
益。正是基于这种时代背景，在严格责任的存在依
据方面出现了危险责任论、报偿责任论和风险分担
论［6］，这些理论从不同的侧面为严格责任的存在提
供了伦理根据。不过，这种伦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道德伦理，而是风险社会所倡导的责任伦理。在这
种理念的指导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在责任认
定中的作用逐步减小。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
弗·温德尔·霍姆斯［7］就曾认为，随着法律的成熟，
责任制度甚至刑事责任制度都变得进步了、“外在
化”了，亦即责任更多地被视为一个行为问题，而不
是一个意图问题。霍姆斯的行为主义法律观表明，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更关心的是行为本
身，而不是伴随行为的心理状态或动机。霍姆斯的
看法为严格责任的出现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反映
了法律的发展最终是服务于保护社会的基本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严格责任强调维护社会的整体
利益，强调行为人具有防止侵害发生的能力和义
务，它与封建社会的结果责任是不同的，绝不能将
其视作是向结果责任的倒退。“绝对责任不是结果
责任，仍然以行为人的意志行为为前提; 绝对责任
也不是纯粹的无罪过责任，实际上是对行为人的罪
过心理的一种推定，主要是对过失行为的一种推
定。”［8］换言之，严格责任只是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
形态存而不论，在起诉和定罪时不必证明被告人主
观上的犯罪心态，而事实上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往
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失。在产品责任领域，产品的
制造人对于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流程、产品的性能等
专业问题的认识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优越的能力，
理应充分履行保障产品安全的义务，对于产品的安
全性能进行充分的验证和测试，在可能存在安全隐
患时，不应当使其进入流通领域; 如果在产品进入

流通领域之后才发现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及
时召回缺陷产品，避免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在未
履行上述义务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并非对罪
过责任的违背。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由产品安全问题引发的危害日益

增多且后果严重。如何通过构建完善的产品责任
法律制度来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成为法制实践中
日益重要的课题。在产品责任领域，刑罚手段的介
入是保障产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在风险社会的时
代背景下，在安全需求的价值位阶日益提高的态势
下，国际上刑法中产品责任犯罪趋于危险犯扩大适
用、一般性因果法则松动、严格责任被采纳。因此，
我国刑法有关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也应作出相应
的调整，由事后惩罚模式逐步转向事前预防模式。
当然，安全价值与自由平等以及其他价值一样，亦
非绝对价值。如果对安全的欲求变得无所不包，那
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即人类的发展会受到抑
制或妨碍，因为某种程度的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
往往是作为一种激励成功的因素而起作用的。［9］毋
庸置疑的是，刑法应以何种立场介入产品安全领域
将是人类在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这两大目标的宏
大课题下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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